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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再造：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政治 

----基于川西北地区的考察 

崔一楠
1
  陶利江

2 

(1.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 6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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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给川西北乡村社会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中国共产党传递意识形态的

过程中，身体政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凭借身体之伤的展现与诠释，中国共产党以“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

的方式让农民认识到了苦难的根源。对地主身体的规训、惩罚昭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凸显了农民强烈

的复仇意识，政治对身体的分类操控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整合及认知模式的更迭。革命视域下的身体被赋予了不同以

往的象征意义，生理感知、审美取向、身体归属、形象表达等都与阶级政治密切相关。土改运动是身体的革命，同

时它也塑造了革命的身体，身体与革命两者交织互动，共同书写了中国乡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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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50 年初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进行的一次运动式治理实践，这场运动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结构与秩序，

为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新思维、新理论的出现以及各学科间的交

汇融合，学界关于土改运动的研究呈现出视野转向、范式创新的趋势[1]。与此同时，得益于地方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学者们逐

渐从宏大叙事和“注解”式的研究中脱离出来，主张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来探究土改运动的真实面目，这也推动了相关问题的

再认识。就现有的研究情况看，专门以身体为视角来透视土改运动的成果尚不多见，对革命实践中身体政治的考察亟待丰富。

将身体引入革命史研究，可以拓展现有的研究视域，让革命的理想与现实、矛盾与冲突具体而生动地显露出来，使我们对革命

和身体的交错互动关系有更为清楚、新颖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乃以川西北地区为个案，尝试经由身体政治来诠释革命历史，

经由革命历史来体察身体政治，希冀此种思考能够发挥见微知著之效，从而深化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的理解和认

识，也为方兴未艾的身体史和新政治史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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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伦理与政治：身体承载的双重意义 

20 世纪50 年代初，随着土改运动在西南地区全面开展，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大政治心理工程就是将“阶级”、“剥削”、

“革命”等原本陌生的政治概念迅速而明确地传递给农民，使其理解、运用，从而建立起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社会认知框架。

不过，就四川这样的新解放区而言，农民对阶级理论的理解并非心领神会，水到渠成。川西北部分村落历史上虽经历过轰轰烈

烈的苏维埃运动，但无论在农民的思想觉悟上，还是在乡村组织化程度上，均无法与北方老解放区相比。加之阶级话语与传统

观念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农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根植于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脉络，他们倾向以传统伦理观念去构造他们的

利益和期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看待自己和地主层级地位的评价标准[2]。换言之，生活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之中的农民

从未意识到自己与地主的阶级分界，而只有贫与富的经济差别，尽管生活穷苦而艰辛，但他们没有强烈的革命意愿，不会轻易

萌生反体制的念头。 

要动员农民投身土改运动，达到重构乡村社会的目的，仅有简单的政策宣讲和阶级斗争宣传是不够的。土改动员的关键是

要让农民不断挖掘身体苦感，利用多种形式的诉苦来点燃革命的“燎原”之火。有学者就曾指出：“诉苦的成功就在于将农民

的生活苦难落实到身体和精神的真实体验中，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

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3]有了身体这个纽带，抽象的阶级苦就变成了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恩怨”与“仇恨”，农民围

绕身体之伤的言说，既可以实现情感的宣泄、传导，又能使他们更真切、直观地感受到今昔的强烈反差，强化“翻身”之感。

因此，土改运动中的诉苦极具身体意味，口头和肢体上的身体实践不仅成为财富分配和权力重组的关键要素，还是农民从传统

伦理出发，经过政治动员，最终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媒介和载体。 

在诉苦会上，身体政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农民的苦难记忆无一不与身体紧密相关，而地主对农民的肉体摧残则构成

了其道德上的劣根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身体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农民的悲惨遭遇和地主的累累罪行，例如有妇女讲述自己

的丈夫被地主喊去守夜，过了好几天都没回家，后来邻居在水塘里发现了尸体，“脖子被勒得手指都放得进去，腿上还有两个

洞”[4]。为了逼迫农民交租，地主指使狗腿子将老实本分的庄稼汉打得头破血流，弄得好好的一户人家妻离子散，卖儿卖女。长

工偶然撞见地主的女人与别人通奸，地主不但要杀人灭口，还要毁尸灭迹，连入土为安的机会都不给留下[5]。被无意冒犯时，地

主竟骑在农民身上毒打，还用剪刀扎，直到血肉模糊方才罢手[6]。种种施加于身体的罪恶会迅速激起怒火与仇恨。与此同时，讲

述者“声泪俱下，悲伤过度，昏倒在地”[7]的场景更让农民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当触目恸心的身体叙事在群体中得到呼应，建

立起一个善与恶截然对立的氛围时，受难的个人便会得到集体意志的支撑。仇恨之火在群情激奋的会场里蔓延，农民挥舞着拳

头，开始大声咒骂：“地主龟儿，从来没有把咱们当人看!”“抓狗日的来问话，非打得他不歪为止。”更有农民直接跑到主席

台上呼喊：“今天这么多人来开会，天下农民成了一家人，以前个人的仇跟大家诉不着，如今有仇的大家给伸冤，你的仇就是

我的仇，咱们现在就去找地主算账!”[8] 

身体受难成为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对接的桥梁，是农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血肉之痛的表达中，与阶级

认知无关的要素被屏蔽，地主不仅沦为阶级斗争的敌人，同时也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他们对身体的剥蚀不仅伤害了农民，

还严重背离了温情脉脉、宁静祥和的乡村理想。作为反社会的旧势力，地主在明确政治身份之前就已经成为民间伦理秩序的天

敌。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体现在这里：只有民间伦理宣判的恶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伦理的破坏者才同

时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伦理的力量才有政治上的合法性[9]。血腥的身体暴力一方面让地主成了“政治野兽”，另一

方面也给土改提供了经济、政治以外的道德支持。在身体意义的建构中，政治被道德化，道德也被政治化，阶级觉悟通过身体

觉醒表现出来。 

除了常规形式的诉苦会，川西北地区还积极利用公祭来唤起农民的身体感受。公祭仪式在干部的精心布置下“显得至为庄

重”，农民手托灵位、披麻戴孝，道路两旁挂满了标语和死难者的画像，为了让农民有身临其境之感，地主杀害农民的工具被

摆放在显要位置[10]。一系列关于肉体消亡的讲述形成了撬动农民情感的“口头代码”，在多种场景因素的烘托下，又衍生出易

于感知的“视听代码”，最终这两种代码被归纳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万方数据语义代码”。公祭过程中的身体意义书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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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涉及外部环境的营造和情感的宣泄，它还连接着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间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身体伤害———血债复

仇”不仅是各类小说、戏剧的叙事母题，还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情结，一个人若有夺妻之恨、杀父之仇，那其身体

就应当成为复仇的武器。实际上，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对复仇的态度大体相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

指出了“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11]。儒家学说对符合道德原则的身体复仇持肯定态度。孔子主张在面对“血

仇”时，应“寝苦，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孟子•尽心下》亦有：“杀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

之语。遇到亲人身死体残而理当复仇，这种民间伦理为中国共产党传递意识形态提供了情感动力，身体复仇实现了“阶级仇”

和“家族恨”的彼此蕴含，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互相说明，既让阶级性和革命性在传统伦理中孕育而出，又让抽象的政治概

念实现了生活化和具体化，成为农民易于接受的普化经验。当农民意识到“复仇”不只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抽象的“地主阶级”

时，他们才真正完成了从生理性身体复仇到制度性政治复仇的革命动员之旅。 

二、规训与惩罚：身体操控中的权力展示 

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政治涉及身体的分类、处理、阐释及评价，这一系列的操控使得身体不再只是个人范畴的私密物，而是

公共视域下的象征体，承载着传统与革命、历史与现实等多重意义。尼采曾指出：“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

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12]福柯亦认为：“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记，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

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13]正是在此基础上福柯开辟出了个体

向度的微观权力学及群体向度的生物政治学。 

土改运动改写了乡村的历史，在对旧秩序的颠覆中，身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展现着福柯

所谓的“权力力学”。被权力形塑的身体成为政治动员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肯綮，作为新社会的“异类”，地主的身体被视为

罪恶的符号。在川西北各县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地主被捆绑着站在或跪在农民面前，接受农民的质问、谴责和国家的审判、惩

罚。地主必须做出与身份、场景一致的行为，如低头认罪、目光呆滞，有时还会痛哭流涕，浑身发抖，如若不然，将会受到更

为严厉的对待。凭借连续性规训技术(控制身体的位置、行动)和稳定性规训技术①1(实现身体与特定政治身份同质化)的应用，中

国共产党塑造了“听话”的身体，让农民体察到一种在旧势力象征资本崩溃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国家权威。 

对地主的规训和惩罚并非由新政权独自完成，中国共产党需要将部分权力配置给农民，实现从“政治独白”到“政治共识”

的过渡。公审会上，农民一个接一个痛斥地主的恶行，有妇女指着地主的脑袋，历数其对自己的殴打、辱骂，为了活命自己曾

给地主磕了几十个头，到头来还是被逼得差点饿死，说到激动之处，她还抽了地主好几个耳光，“周围的农民也冲上来踢了杨

益林几脚，喊着炮打脑壳”[14]。肢体行为和言语宣泄使农民以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到了政治地位的转变，在规训、惩罚中迅速找

到了翻身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经斗争大会所营造的强烈剧场效应发酵，便会转化为底层群体的集体性情感表达———向昔日村

庄优势权力与文化秩序挑战[15]。“老子今天不要金银，就是要骑在地主龟儿背上威风一下”。平日里“腰杆子弯”的农民也“挺

起了胸膛”，他们抓着地主的衣领，指着毛主席的画像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靠山，你不认罪硬不行!”[8]对地主身体的操

控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象征资本，在分配斗争果实时，地主那些无法确切统计的财产也被身体化，激烈的身体斗争成为农民追

缴“浮财”的普遍做法。 

面对身体上的复仇，曾有土改工作团干部认为农民在“蛮干”，认为“人总是人，都有感情，这样打会引发群众同情地主”。

农民对此类言论反映强烈，主张这是“立场不稳”和“要犯错误”的表现。干部最终也不得不顺应农民的要求，承认“在情感

上与大家有距离，不自觉地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无意识地同情了地主”。下一次再看到农民惩罚地主时，干部“心

里也觉得痛快，不认为这是违反政策了”[16]。阶级话语牢固确立了农民对地主身体的支配权，他们不仅获得了“仪式上的优越

                                                        
1
 ① 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中，政治仪式都要依靠两种最为基本的规训技术处理身体：一种是控制身体和行动的连续性规训技

术，另一种是维系身体和身份同质化的稳定性规训技术。参见王海洲：《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基于政治仪式中身体

规训技术的分析》，载《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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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还以策略性的应对来回应政治权力的介入，从而使仪式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集体性的情感爆发有时会带来“左”

的偏差，农民在火热的革命氛围中会丧失理智，例如在绵阳县青义乡，农民用“喂蚊子”、“顶砖头”、“熏烟火”的方式来

惩罚地主。新市乡一次抓捕抗拒赔偿判罚的“恶霸地主”十余人，农民高喊口号，要求全部处决，其中有多人被立即执行[17]。

对于国家政权来说，如何处理“左”倾问题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身体惩罚中“左”倾的负面影响颇为严重，决不能

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地主进行严厉的身体惩罚，很多村庄无法开展“高强度内斗争”，禁止暴力，不允许杀人，农

民就会有顾虑，不敢起来斗争，撕破脸的效应无法达成，革命政权会陷入更不利的局面[18]。为此，先放手再纠偏成为川西北地

区土改运动的常态。此举既达到了动员的目的，满足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又尽量减轻了“左”倾的负面影响，维护了新政

权的正面形象。 

对地主身体的规训与惩罚不仅来自于国家和农民，也来自于地主家属。川西北各县、乡不定期组织召开地主家属会，在“消

除顾虑、分化瓦解、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原则的指导下，“家属会”成为展示土改运动合理性与公平性的渠道。“我爹这个

恶霸地主不晓得害死了多少人，政府镇压对的很。”“我丈夫是地主，他霸占别人的老婆，害死人家丈夫，干尽了坏事，应该

炮打脑壳，我要好好生产，跟共产党走。”[19]此类表述比比皆是，无需一一列举，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家属对于地主身体的厌恶，

尽管这些说辞并非一定出自真心，但却凸显了权力的规训力。土改运动在农村形成了一个“高压力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

基层干部掌握着鉴别政治态度，划分敌我阵营的权力，凡是有悖于中国共产党主流话语体系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

地主家属若想不受到牵连，就必须成为仪式中的“理性人”，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只能主动迎合，任何

替地主的辩解、开脱以及对政府和农民的埋怨都是危险的。地主家属及其在场围观的所有民众都必须懂得这样一种逻辑：随着

土改运动的深入，政治伦理开始取代血缘宗法成为主导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任何有悖于此的身体都将不再是负载生命的鲜活

个体，而是需要监视、禁锢乃至消灭的象征体，等待他们的不仅有肉体上的惩罚，还有家庭的遗弃。 

三、认同与感恩：身体意义的重新构建 

土改运动使生活在社会底层、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主人，昔日被蹂躏的血肉之躯在民主革

命的浪潮中完成了解放，甚至身体上的疾病和残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除。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发挥

了“治疗术”的作用，农民的身体状态在革命文化的场域中日益政治化。例如在彰明县，解放前曾有农民被地主欺压得整天生

闷气，患上了咳喘病。斗争地主后，原来的病好了，弓着的背也挺直了，他见到工作团的干部比见到亲人还亲[20]。罗江县宝林

乡分了土地后，跛脚的大娘走路也不再用人扶，有时还会走上十几里路去参加斗争大会。旧社会体弱多病的贫农在土改中像是

换了个人，身上有了力气，做活路也积极多了，他说是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21]。经历了土改运动的洗礼，农民的身体成为论证

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表征，生理机能的恢复无疑让翻身的感觉更加生动、真切。与此同时，农民也在用自己的身体实践来表达

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认同。为了防止地主“贼心不死，背后搞阴谋”，有的农民躲在房前屋后日夜监视地主，甚至晚上还藏

到床下听地主和家人说话[22]。金堂县的一些农民积极响应土改工作团的号召，每天走家串户作动员，“深夜了，十五村雇农张

青云穿两件单衣还在领导小组开会，检查工作，有群众问他为啥不怕冷不怕饿，他回答说：‘万方数据办自己的翻身事情谁怕

冷，饿、冷都是地主给的，要不饿不冷，就要打垮地主，才能有吃有穿。’”[22]“冷”与“饿”的生理感知具有了阶级性，农

民开始主动把身体与革命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透过身体感受逐渐走进了农民的内心世界，成为其日常生活中内化于

心、外显于行的自觉反映。 

身体的美与丑在土改运动中也发生了逆转，审美上的评判具有了身体政治的浓厚意味。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身体生理意义

上的美丑也是社会意义上的美丑[23]。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逻辑让从事农业生产成

为乡村社会判断身体美丑的唯一依据，农民手上的老茧、脸上的皱纹、皮肤的黝黑都成为美的象征，而地主白皙的肤色、富态

的体型则都成为丑的体现，是身体罪恶的证明。乡村中美与丑的新认识一经提出便很快成为农民普遍接受的标准，他们会讥讽

地主说：“敢不敢跟我比一比，看看谁脚上的茧厚，谁的肩膀黑”，“老子手上的伤疤比你们一家子加起来都多，不信给你龟

儿看看”[24]。因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而留下的印记给了农民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旧的审美观被彻底颠覆，生理的美丑由政治的善

恶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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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种类型的表彰会来操演身体政治也是川西北各地普遍采取的做法。在梓潼县召开的一次土改模范表彰会上，土改工

作团干部给每位先进代表带上大红花，伴随着周围农民的掌声和欢呼声，代表们向毛主席的画像连连鞠躬。雇农曾顺海跟在场

的农民讲，他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得田”，并认为这个孩子不是老天爷给的，是共产党给的。妇女代表王荣秀也激动地

表示：“我要跟娃儿说是毛主席救了我们一家，以后他就是共产党的人。”[25]农民对国家政权的感激显示出身体“国家化”的

趋势，生理身体有了政治上的归属性，从受之于父母到为政党、国家所有。从表面上看，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身体的个体化，

他们不必再忍受地主、宗族和旧官僚的意志，但这并未完成身体意义构建的最终使命，国家“在场”的情境让身体的价值有了

进一步升华，农民利用“以身相许”的言说方式不但表达了个人情感和政治态度，还树立起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类血缘”关

系。作为一个兼具革命性与现代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把农民的身体从落后的小范围组织中解放出来，置之于国权的保护之下，

此种变革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构建农民身体意义的过程中，妇女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群体。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川西北乡村妇女普遍保守、封闭，她

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丈夫、家庭生活，“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打破此种局面，促进妇女的政治化和

社会化，川西北地区采取了“男女平等，同样分田，一起动员”的政策，终结了“娘家有九十九间楼，姑娘分不到一根椽子头”[26]

的时代。此外，各区、县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农村妇女担任政府委员、乡长、村主任、农会委员等职务，让她们在土改运动中发

挥领导作用。随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获得，女性的身体形象日益男性化，“男人能做的活路女人也能做”成为乡村主流舆论。

政治视域下的妇女有了男性的权力和特征，原有的“弱者”形象被斗志昂扬的“强者”姿态取代。 

除了妇女之外，儿童的身体意义也在土改运动中被重新诠释，他们跟成年人一起参加诉苦会、公审会。在会场上，他们高

喊着口号，对地主的身体施加规训和惩罚，有些孩子还作为“翻身儿童”登台发言[27]，表现出不亚于成年人的阶级仇恨和革命

热情。儿童的一言一行深受政治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潜移默化地进行着身体及观念的政治化，这对于儿童的成长必然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身心体验可能会伴随其一生，成为挥之不散的永恒记忆。 

四、结 语 

从动员民众到斗争地主，从仪式操演到日常生活，身体实践贯穿于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作为民主革命的核心要素，身体是

农民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桥梁和媒介，过往的苦难记忆必须经由血肉之痛的感知后才会被唤起。在身体之伤的阐释中，

中国共产党将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融合，借助情感力量强化了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循环关系。今昔身体感受上的强烈对比释放

出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使农民直观而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万方数据产党的解放者形象，也生产出了国家的合法性及对民

众的动员能力。 

作为乡村社会的“他者”，地主经受了来自多方面的规训与惩罚。凭借连续性规训技术和稳定性规训技术的应用，中国共

产党利用“听话”的身体传递出国家的立场和态度，农民也在革命文化的场域中利用身体力量来宣泄情感、表达主张、获取利

益。强大的政治压力令传统的血缘认同让位于革命认知和政治情感，对地主身体的鄙弃和贬抑不仅是社会共识也成为家庭共识。

土改运动开启了身体政治的滥觞，阶级理论对身体进行了分类处理，地主的身体不再属于其个人，一旦有了政治需要便要出场

展示。身体斗争不单纯是对过去行为的惩罚，更有指向未来的意义，它为亲历其中者创造了新的行为规范，以便使其明白如何

在社会主义政治下把握身体[1]13 。 

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的身体，也催生了身体感知的政治化，一系列人体机能的恢复、好转和生理感受的获得都与政治密切

相关。乡村社会中原有的审美观念被颠覆，在阶级政治的语境下，审美被政治化，政治也被审美化，两者共生互动，合力塑造

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农民对国家政权的感激、认同透露出身体国家化的味道，而乡村妇女身体形象的男性化和儿童身体形象的

成人化，则显示出革命的身体已成为中国身体的常态模样。土改运动的落幕并未预示着身体政治的终结，围绕着身体进行的意

义构建和动员技术发明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身体政治既是革命的“老朋友”，又是权

力的“新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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